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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述了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相关文献，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等相关理论，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环境等主要构成要素着手，构建了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据此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现实基础与制约因素。通过实地调研及案例分析，总结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四种实践模式，即：新兴产业聚合模式、研发机构聚合模式、大学园区聚合模式、区域平台聚合模式。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四点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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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s. Based on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GBA) from the main components of innovation subjects, innovation resource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Then analyzes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of its construction.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analysis, the paper summarizes four innovation practical mode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GBA, namely: emerging industry aggregation mode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aggregation model, university park aggregation model, and regional research platform aggreg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build a high-level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in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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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珠三角地区九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构成的区域，该区域被定位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也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空间载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作为我国重点打造的三大国际科创中心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担负着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使命。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一大关键，在于高水平创新资源的集聚及辐射能力[1]。《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和产业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的科技创新合作布局[2]。当前，坚持创新驱动，充分发挥香港、澳门独特优势，融合集聚湾区高端创新资源，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途径。
创新资源是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过程中涉及的人力、资本、技术、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平台及重点实验室等资源的总称[3]。创新资源集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特征[4]。粤港澳大湾区在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优势，尤其是整合利用港澳资源，形成了多种协同创新实践模式。但与全球知名科创中心相比，大湾区科创中心在集聚高端创新资源方面仍显不足，尤其是在大湾区各市与港澳深度合作以及创新资源要素流动等方面还存在制约因素，高水平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任重道远。
鉴于此，本文以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理论探索，研究其建设的现实基础以及整合利用港澳资源的协同创新实践模式，总结实践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整合港澳资源，建设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提供政策建议与决策参考。

2 理论综述
2.1国际科创中心概念及功能定位梳理
科技创新中心分为地方级、区域级、国家级、国际级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科创中心有其不同的建设重点[5]。2014年，我国学者明确提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概念，特指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及重大影响力的城市或地区，具备科技创新资源集中、科技创新活动集中、科技创新实力雄厚、科技成果辐射范围广的特征[6]。此外，有学者通过对科学中心、技术中心、产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相关的概念辨析，明确界定了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涵，并提出采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的三分法观点[7]。
关于国际科创中心特征，我国学术界的认识并不统一。如有学者指出是“从单一科技创新向跨领域的全面创新转变”[8]；一些学者认为具有“功能支配性、结构层次性、空间集聚性、产业高端性、文化包容性”等特征[9]；也有学者指出“不是单一的聚集点，而是由于创新要素的交流、知识的扩散等形成内部区域之间相互依赖”[10]；一些学者认为应“具备世界一流的战略科学家、一流的高校院所和学科体系、国际领先的大学科装置和基础科研平台、重大原创成果产出能力、产业策源能力、世界领军型企业和国际化创新生态网络”等特征[11]；一些学者认为其特征应包括“科技人才的高度集聚、创新企业的集群化发展、创新要素的高效流通、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的深度嵌入”等方面[12]；一些学者认为具有“科技创新资源密集、科技创新活动活跃、科技创新能力强大、科技创新影响广泛”等特征[13]。
关于国际科创中心功能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提法。如具有“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驱动和文化引领”的功能[9]；是“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融合创新示范区、探索科技现代化的试验田”[12]；“科技创新引领者、高端经济增长极、创新创业首选地、文化创新先行区、生态建设示范城”[14]；具备“全球高端创新资源聚集高地、全球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全球新经济的引领者、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全球及区域创新的发展极、国际创新资源的流动港”的功能[1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是“创新资源密集集聚、创新文化高度发达、创新技术高水平发展、创新网络高度融合的地区”[16]。
综合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发展形成的，拥有良好创新生态环境、集聚高端科技创新资源、引领科学研究方向、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和在全球创新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枢纽性城市或地区。其战略功能定位包括：高端创新资源集聚中心、全球科学研究中心、技术创新高地及产业变革基地（见图1）。建设国际科创中心集中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这一重要论述的前瞻理念，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战略着力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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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科创中心的内涵及功能定位图
资料来源：根据GIHI2022与GSTICI2022指标体系整理制作[17][18]
2.2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相关理论归纳
2.2.1关于科创中心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
自从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以来，对于创新理论的研究从未停止。其中，双螺旋理论、三螺旋理论、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彰显了较强的理论生命力。双螺旋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的良性互动促进创新活动的不断发展；三螺旋创新理论则解释了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创新的影响，认为这三个主体之间互相促进、螺旋上升，不断推进创新的发展。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创新生态系统”概念源自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类比，是一个具有动态演变特征且与外部环境不断发生资源交互的开放式系统，其通过研究创新主体之间（包括大学、产业、政府等多个主体互动）、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作用过程，实现创新分析模式的演变[19]。
张玉臣等[19]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并提出，区域创新体系的高效协同有助于大湾区建设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胡曙虹等[20]以三螺旋与创新生态系统为理论视角研究全球科创中心建构模式，提出了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与创新环境构成的两个层次的创新系统。段杰[21]认为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由湾区内部的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之间持续互动反馈形成区域创新网络。王云等[22]在梳理总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的“双链条”国际科创中心理论模式。杨明等[23]用创新生态理论和“四链”融合研究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创新主体、创新生态、运行机制是三大关键所在。
2.2.2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综合现有研究发现，有效联接创新主体、高效配置创新资源、不断提升创新能力、营造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经验。本文综合三螺旋理论及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等，依据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系统发展规律，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环境等主要构成要素着手，构建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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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图
（1）协同创新主体，建设湾区创新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应构建湾区创新共同体，做到“三协同”，即：创新主体协同，即政府、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金融资本及中介等其他机构主体协同；城市间协同，即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香港、澳门深度融入大湾区创新共同体；层级间协同，即推动上至省级、国家级，下至地市级、机构级（大学、企业）等各级科研力量联动发展，精准对接各类平台、中心，协同利用各种创新资源、提质增效[24]。
（2）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融合”，提升系统创新能力。政府、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及其相互作用构成的创新生态之间，通过相互融合和协同作用，共建国际科创中心。首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既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实现产业共性技术研发，通过向市场提供科技产品和科技服务，不断推动创新成果转化[23]，也要加强高校等科研院所参与产学研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创新成果的产出、衔接以及集成。再次，资金链与人才链为创新主体提供资本支持和智力支撑服务，保障和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效循环，推进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和产业化进程。
（3）集聚创新资源，大力推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高端创新资源集聚能够明显促进创新效率提升，进而对科创中心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胡海鹏等[25]研究证明了珠三角九市形成梯度较为明显的创新要素集聚能力格局；陈文玲[26]研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科技创新集成优势，可形成战略性创新能力。粤港澳大湾区可集聚包括高层次创新人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创新平台、世界知名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等支撑开展深层次自主创新的高端创新资源。
（4）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创新生态环境是指创新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背景和条件，它涉及保证创新运行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包括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创新文化、创新氛围和专业服务等。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能够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以及有机配置、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产出，是实现国际科创中心创新驱动发展的内在要求。
（5）开放型创新合作机制，加速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开放式创新即同时利用组织内外部创新资源及商业化资源。在科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开放、合作、共享的创新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因此，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对外交往便利的优势，加强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合作交流平台与开放型协同创新共同体，有益于加速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3 现实基础与制约因素
3.1现实基础
3.1.1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体系化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建设了散裂中子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10个省级实验室、30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以及4个“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高水平多层次实验室平台逐步实现体系化发展；通过利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和广州中新知识城等重要创新合作平台，有力推动了科技、产业和金融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27]。
3.1.2优质企业和产业集群蓬勃发展
高起点培育了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其中5G产业和数字经济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一，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大湾区打造战略性产业集群的骨干力量。支撑全省孵化器、众创空间数量多年居全国首位。福布斯中国推出的新生代独角兽榜显示，2022年广东省创造的独角兽企业占到了新增总数的四分之一，位居全国第一，其中94.7%新晋独角兽来自大湾区城市。
新兴产业及创新创业增长迅速，在全球100个国际科创中心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排名第4、新经济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排名第3、创新领先企业数量排名第4，在全球四大湾区中表现亮眼[17]。在较为完善的综合创新生态体系支撑下，培育出了华为、腾讯、小米等全球领先的创新引擎企业，其中华为以6694件PCT专利产出多年蝉联世界企业榜首[17]。
3.1.3经济规模实力雄厚
强大的地区经济实力和财力资源支撑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1-12月广东主要统计指标显示，2022年全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GDP）129118.58亿元，居于全国第一，且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1%的国土面积创造出全国约11%的经济总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研发经费投入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底蕴。广东拥有全国领先的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的有效量以及PCT国际专利申请的数量，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28]，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接近创新型国家水平。同时企业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在科技自立自强使命驱动下，华为、腾讯、大疆等公司不断增强研发投入。
3.1.4教育及人才资源丰富
庞大的人才队伍为科学研究奠定了深厚的人员储备。在人员规模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的人口最多，15-59岁年龄人口的比例占73%，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约占20%，人才成长势头处于领先态势。同时，推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专门引进计划，彰显对优秀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高校和科研机构是湾区人才培育和科技创新的基石。据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共有高等院校170所，其中本科院校77所、专科院校93所，多数集中分布于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4个城市[27]。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获教育部批准并启动建设，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正式启用，大湾区大学加快筹建；立足产业发展需求，积极引进一批国际国内顶级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产学研合作形式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创新研究院。
3.2制约因素
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具有良好的现实条件和建设基础，在科技创新方面粤港澳三地各具优势，但构建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仍需克服和解决一系列制约因素及不足之处。
3.2.1创新共同体还不成熟，协同创新水平有待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跨区域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创新共同体仍处于初步阶段[24]。表现在自发、分散的科技合作仍盛行；创新共同体覆盖的行业有限；联合创新的深度不够，合作模式不够丰富，优质创新主体之间的深度融合仍需长期的建设工作。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区域协同创新水平较低[24]。一方面，由于“一国两制”的特殊性，导致合作机制缺乏灵活性和高效性，阻碍了创新主体之间的快速合作和资源共享；九市之间协同创新机制也还不够完善，协同创新环境的开放性仍有待加强。另一方面，科研机构对科技企业的市场需求对接不足，不同产业之间的交流和协同水平较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不畅，科技服务中介机构的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阻碍了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3.2.2基础研究实力不强，创新平台带动效应不明显
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着相对薄弱的情况，基础科学原创性成果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距离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还有较大差距，在国际分工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存在被“卡脖子”的技术、关键零部件、新材料、新工艺[26]。
各级平台间的合作不足、衔接不够，平台间甚至存在创新资源争夺和浪费的现象。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对于地方各层级创新平台的带动效应不明显，大湾区现有各类各级实验室的作用仍有待充分发挥。如何结合国家和大湾区发展需要开展合作研发，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作用，推动大湾区三地联合开展重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提升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这方面潜力巨大，但尚需破题。
3.2.3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不足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不足。港澳基础研究的优势与珠三角产业链优势未能有效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研与产业脱节的问题有待改进；虽然大湾区各地都有相应的创新驱动政策和丰富的科研资源，但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促进不同地区创新链的融合；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仍然存在挑战，跨地区的合作和创新链的形成需要更多支持和加强。目前内地建立了大批孵化基地、梦工厂等，吸引了大批港澳创新创业者，但总的来看有影响的不多，如何在其中发现并大力培育佼佼者，形成一大批能够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的科技型企业，并形成有影响的产业集群，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人才链创新链融合不足。虽然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但人才流动性和跨地区合作还不够活跃；大湾区创新人才对产业发展的贡献支持相对不足，大湾区各市与港澳高校深度合作不够，大湾区行业间、城市间的结构性人才短缺问题依然存在；大湾区的教育和人才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24]，尚未成为世界公认的创新高地，科技、教育和人才制度亟须进一步改革[26]。
3.2.4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有待优化
科技软环境联通不畅。粤港澳三地由于政治法律经济体制的差异，规则对接困难，阻碍区域深度合作[24]，建立起能及时解决科技协同创新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和问题的相关决策机制及工作机制的任务较为迫切；港澳与内地的科研管理体系较难打通、科技资源无法共享、科研成果难以融通，充分利用港澳和海外高端创新资源的形式和载体还需进一步探索。
创新资源要素跨境流动存在一定障碍。大湾区内港澳与内地之间对人员、设备、资金、信息等的流动均有一定限制和相关要求，使得科研资金、科研资讯、科研数据等跨境流动受限，制约了科技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尤其是生物类研究材料在大湾区内尚未实现顺畅流动，对生物遗传物质等特殊的研发材料，出入境监管仍较严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地在生物医药开发等方面的合作。

4 实践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四年来，珠三角各地加快吸引、整合港澳创新资源，大力推进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见表1）：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实践模式
	模式类型
	创新主体
	协同方式
	协同重点
	功能作用
	典型案例

	新兴产业聚合模式
	企业
	通过产业链整合和合作，实现技术共享和产业发展
	突出科技成果的引入，通过要素融合，提升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产业变革基地：形成“港澳孵化 + 广东产业化”成果转化格局
	大疆公司

	研发机构聚合模式
	研发机构
	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共享研究设施和数据资源、人才交流
	突出以特色新型研发机构聚合来吸引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高端创新资源集聚中心：打造海内外优秀人才的聚集地
	广东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广州）香港分部；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实验室

	大学园区聚合模式
	大学、研发机构与企业联合体
	建立跨校合作项目、师生交流合作、共建“虚拟大学园区”等技术创新平台、资源共享等
	突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资本的联合，协同发展、联合攻关核心技术
	技术创新高地：建设核心技术高地，助力建成全球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香港科技大学


	区域平台聚合模式
	政府
	建立政府主导的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园、科技产业园等平台，吸引各方参与
	突出重大创新功能性平台的部署建设，释放强劲动力，吸引更多企业与人才
	国际科学研究中心：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和实施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散裂中子源和超算中心等大科学装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调研资料整理制作
4.1新兴产业聚合模式
即利用珠三角城市良好的创新与营商环境，实现港澳创新成果在内地的成功孵化与产业化，发挥重要的产业带动作用。是粤港澳科技合作的重要形式。目前，港澳在金融科技、生物医药、智能科技、创意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研发和产业应用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或获得国际广泛认可。而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则具备广阔市场和完善产业链的优势，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深圳，以其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创新创业环境而闻名；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珠三角中心城市广州，拥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和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制造业基地的东莞，其制造业集群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此外，珠海、佛山、中山、惠州等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拥有各自广阔市场和完善产业链，为整个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通过这种市场和产业链的契合，港澳与广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模式，即“港澳孵化 + 广东产业化”。这一模式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推动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优化港澳的经济结构。该模式突出科技成果的引入，通过新技术、新兴产业资源、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融合，提升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代表是大疆公司。本世纪初，大疆公司创始人汪涛带着科研成果来到深圳南山区创业，在区政府支持下，心无旁骛地研发、提升技术水平，并通过技术孵化逐步壮大，尤其是2012年发布的核心技术三轴云台，防抖动空中影像技术等将行业标准提升了几十个层级，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销售收入从2010年的300万元发展到2021年的260亿元。在其带动下，南山区汇聚了一大批整机和上下游企业，形成了国内最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供应链。目前深圳消费级无人机占全国市场份额达90%，工业级无人机也超过50%，产生了良好的产业带动作用。
4.2研发机构聚合模式
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瞄准构建科技创新高地的关键所在，聚焦基础研究和攻关核心技术，通过建立具有优势的学术平台，吸引港澳乃至全球优秀人才聚集，目标是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和竞争力的优秀人才高地。该模式突出以特色新型研发机构聚合来吸引人才，这些研发机构人才多数在首席科学家或领军科学家的带领下，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理论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该模式以广东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广州）香港分部、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实验室为典型案例。
广东海洋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广州）香港分部模式，即充分发挥香港优势，吸引香港和国际高端创新人才，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实验室包括了广州、珠海等分实验室，广州分实验室又成立了香港分部，充分利用香港雄厚的海洋科研力量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整合境外人才开展海洋生态、海洋生物资源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已资助61项合作课题，吸引了香港和海外230名海洋科技人员参与，其中有8个国家23所科研机构的98位有影响的海洋科技专家，取得了部分突破性进展。这是充分发挥香港优势加强合作整合资源的一个典型例子。香港数字化技术、海洋科学、生物医药等方面优势明显，通过一定的载体实现资源的整合与优势的发挥，是三地科技实质性合作的重要内容。
澳门大学模拟与混合信号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家实验室模式，即通过在内地建立分实验室和参与项目，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澳门大学这一实验室是全国仅有的两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重点实验室之一，目前已在横琴合作区设立实验室分部并成立微电子研究院，成为粤澳合作的重要平台。已有14名澳大教授及其团队依托研究院开展研究，己承接17项商业项目，合作方包括华为、上海贝岭等。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澳门大学这一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建立了深圳基地，与深港澳芯片联合研究院以及华大九天、国微福芯等开发设计工具的企业共同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
4.3大学园区聚合模式
即吸引国际国内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进驻珠三角九市，通过建立研究与孵化基地、办学与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共建“虚拟大学园区”等技术创新平台，实现资源的整合与知识的外溢。当前，全球湾区的优质创新资源如顶级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创新团队等都正精准对接核心产业及行业龙头的需求，加强协同创新。该模式突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资本的联合，突出产学研协同发展，通过研发机构、大学与企业协同合作，加强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使创新科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
该模式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代表性案例。香港科技大学在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深圳南山区设立了自动驾驶智能研究中心，与相关企业强强联合，建成全国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高地。该校还在南沙设立港科大英东研究院，被国家确定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开展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半导体材料、金属废水深度处理等前沿技术研究，已累计承担政府项目317项，商业项目510项。在南沙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已招生并与南沙区签订了共建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的战略协议。总的来看，在与内地合作中，香港科技大学一马当先，实现了创新资源的整合与大量的知识外溢。
4.4区域平台聚合模式
即依托大科学装置等，吸引港澳高层次人才，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建设国际化科学研究中心。当前，基础研究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坚持科技创新“四个面向”，强化粤港澳三地科技创新合作，更大力度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围绕行业需求及产业技术“卡脖子”问题实施技术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意义重大。该模式突出重大创新功能性平台的部署建设，释放强劲动力，吸引更多企业与人才，并实施由粤港澳大湾区主导、多国合作的全球性大科学计划项目，实现区域集聚化发展。
该模式典型案例为散裂中子源和超算中心等大科学装置模式。国家散裂中子源自2018年建成至今，已累计完成约900项研究课题，其中港澳7所高校共参与46项，涉及高熵合金、金属玻璃、锂材料、高分子聚合物等多学科基础前沿研究，取得一批重要成果。香港大学黄明欣教授团队，通过使实验精确获得一种超级钢的体积分数和位错密度等微观参数，为发展高强、高韧金属材料提供新设计思路。散裂中子源中心联合香港城市大学，共同承担一批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其中“中子散射样品环境及相关实验技术”，面向工程材料、核能等国家重大需求和磁性、高压等物质研究前沿，成功研制出多项关键技术和设备。广州国家超算中心南沙分中心，直接落户南沙香港科大英东研究院，成为连通内地和港澳地区高性能计算和数据处理平台，已服务港澳及海外科研团队200多个。香港科大邵敏华教授团队依托天河2号丰富的储存资源和强大的算力，研发出一款氢燃料电池，刷新这类电池发电耐久性的世界纪录。依托大科学装置加强粤港澳科技合作，这是大湾区的重要优势，也是提升大湾区科创中心水平的重要抓手。

5 对策建议
5.1加强创新主体协同，创新合作方式，推动三地联合开展重大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目前三地已经签署了粤港和粤澳创新交流合作协议，分别成立了科技合作专责小组，在开展粤港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推动港澳成果在粤转化，加强青年创业培训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更好地合作和推进建设，建议充分发挥科技合作专责小组的作用，统筹协调三地创新主体，明确牵头单位与合作伙伴，打造创新链利益共同体，调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强化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的协同和优化配置，实现1+1+1>3的效果；加强顶层设计与总体谋划，创新合作方式，有组织地开展合作，合作形式不仅包括吸引港澳团队参与广东项目，还应着眼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和国际大科学计划，把加强重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合作作为三地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
5.2厚实创新人才基础，推动大湾区各市与港澳高校深度合作建设教育和人才高地
目前深圳与香港大学合作办学已签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已招生。建议进一步发挥港澳高校和湾区各市两个积极性，尤其是湾区各市要主动出击，形成合作的良好氛围，可从三个方面加强与港澳大学的深度合作：
第一，针对港澳大学的优势学科和专业主动加强合作。如香港科大（广州）并不按学院和系来划分专业，而是设置16个学域，包括微电子、先进材料、大数据、智能制造等。这些设置面向产业一线，为加强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已与江门合作建成双碳实验室。其他高校也有各自的突出优势，建议充分了解，主动联系，明确合作方向，力争合作共赢。
第二，发挥内地优势，加强与港澳大学的深度合作。湾区各市都有自身的优势，最主要的是营商环境良好，产业配套完备，政府服务创新以及区位优势等，这些通过推介与对接，都可以成为与港澳大学深度合作的重要条件。例如，拥有国家散裂中子源是东莞的突出优势，香港城市大学利用这一装置开展较多合作，数个团队和学生长期在东莞开展科研活动与实习，形成了密切合作的格局。近期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已在建，这是大学与大科学装置紧密结合，实现人才培养、研发深度合作与高技术产业化的范例，也是深度合作水到渠成的结果。
第三，充分发挥校友会作用。充分发挥校友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对吸引港澳人才与项目，整合创新资源具有积极意义。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等港澳高校校友会，在广州、深圳等地十分活跃，通过校友之间的相互介绍，引入人才与项目。广州出台《广州南山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后，香港科大校友纷纷表示愿到南沙投资，该校经常邀请成功的校友到学校介绍创新创业经验体会，由此推动了校友之间的密切互动与相互帮助。
5.3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发挥平台优势，做大做强大湾区创新成果研发、转化与产业化基地
目前，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优势明显，具有自身较强的研发实力，也有吸引外来创新成果的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环境，是建设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生力军。
为此建议：一方面，发挥各自优势，打造创新成果的重要发源地。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设计，吸引更多一流人才和团队，充分发挥横琴智能科学、智能计算、脑智工程和芯片设计，前海数字化技术、数据经济和科技服务，南沙现代海洋科学与工程、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河套生命科学、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等的实力及特色，努力打造大湾区重要创新成果发源地；支持诸如河套合作区与香港共建联合科技园等国际化合作，在高端科研仪器等短板领域集中发力并加快突破，同时深耕其他各自优势领域，促进更多创新成果涌现。另一方面，加强科技成果孵化和产业化。支持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前海合作区、南沙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河套高端科技项目落地等，在做好服务的同时发现并大力支持好苗子，培育行业骨干，支持优秀“苗子”企业加快发展，从一颗“独苗”到连片成林，推进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
5.4优化创新生态环境，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跨境流动便利化，打造大湾区优势产业集群
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能够消除创新主体合作、创新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有益于大湾区优势产业集群的打造。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生物医药是大湾区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深圳、广州、中山和香港等都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和相当的产业规模，加强三地这方面的合作，形成生物医药大湾区创新高地，对培育具有全国和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进一步推动创新资源跨境流动便利化方面，海关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对科研样品、实验试剂和遗传资源等出入境，按不同风险管理，已实现D级低风险特殊物品的快速审批，并实施了跨境科研物资正面清单、生物医药研发用品白名单试点工作。为此，建议加快正面清单和白名单试点并适时推广。在深圳坪山、广州南沙等生物医药产业较集中的地区开展通关便利改革试点，建设生物医药出入境特殊物品综合服务平台，将C、D类物品的审批权下放至地方海关，批准放行的特殊物品入境后，在试点地综合服务平台进行集中查验。通过这些措施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逐步完善并全面实行，以此助推大湾区创新高地的建设与产业集群的发展。

6 结论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资源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体系化发展、优质企业和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经济规模实力雄厚、教育资源日益丰富，具备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的现实基础。但仍然存在制约建设发展的一些问题，如：创新共同体有待健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融合不足、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有待优化等。
（2）多年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地区，在大力吸引港澳资金加快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吸引港澳创新资源发展科技产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四年来，珠三角各地加快吸引、整合港澳创新资源，大力推进大湾区科创中心建设，形成了成效显著的创新实践模式，本研究基于调研资料及案例分析，归纳总结了新兴产业聚合模式、研发机构聚合模式、大学园区聚合模式、区域平台聚合模式四种创新实践模式，并分析每一种模式的协同创新方式、协同创新重点以及功能作用等，力图系统揭示建设实践成效。
（3）针对制约建设发展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整合港澳资建设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提供有益参考。粤港澳大湾区11市，尤其是深圳、香港、广州三地各有优势，在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深莞惠都市圈、广佛肇都市圈、珠江中都市圈等战略引导下构建的区域科创共同体，加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全球顶级科创湾区。持续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向纵深发展，可以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湾区创新之路上发力，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打造创新链利益共同体，强化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协同融合，营造有益于创新的生态环境，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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